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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伴随着日趋严重的环

境污染。对中国这样一个急需破解经济—环境复杂关系的国家，搞清楚我

国是否需要环境管制，以及环境管制对经济的影响状况，无疑能够为决策

者和公众提供相应的信息支持。 

传统观点认为，企业绩效与环境质量如同鱼与熊掌一样不可兼得，如

果实施环境管制，将会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并对生产性投资产生―挤出效

应‖，从而使得企业的绩效和国际竞争力下降，这一普遍易于接受的观点无

疑对环境管制的推动产生了阻碍。波特提出的创新性假说则认为，通过设

计良好的环境管制，能够诱导研发并最终实现控制污染和提升绩效的―双

赢‖。如果波特假说的确存在，那将为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提供一条可行途

径。但在波特假说提出二十多年后，学术界仍对此争议不断。 

本报告以中国各省工业部门为研究对象，对波特假说进行了实证验证，

旨在厘清波特假说的逻辑脉络、对比各方观点之优劣，以及识别未来趋势。

此外，基于省际工业部门 1990-2011 年间的数据，对波特假说的各种关系

进行了实证检验，有以下三点主要发现：（一）我国工业部门的污染控制资

本性投资（固定成本部分）对研发没有显著影响，而工业部门的污染减排

费用及日常支出（可变成本部分）能够显著促进研发活动，从而部分支持

了波特假说；此外，劳均资本比重、工业部门中的外资比重与研发正相关，

工业出口比重与研发负相关。（二）日常性研发对劳动生产率、环境绩效均

有显著促进作用，但会负面影响到销售利润率；而由于环境管制带来的增

量式研发则对劳动生产率和环境绩效无显著影响，这似乎表明了，希冀通



 5 

过外部环境管制来促进研发，并进而提升绩效的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

果。（三）工业部门的污染控制资本性投资会对劳动生产率、环境绩效有显

著改善作用，污染减排费用及日常支出则与劳动生产率显著正相关。这一

发现同样部分证实了波特假说。 

本研究的结果有以下三点启示：（一）当前对于波特假说的研究中，变

量和指标的选择可能会改变最终的研究结论。对于具体、细致的研究而言，

需要首先对上述概念进行清晰界定，同时基于数据可得性等因素选择适当

的变量来描述，此外，基于其他相关变量的稳健性分析也是必不可少的。

（二）不同的减排路径和方式有不同的传导机制和管制结果。工业部门往

往通过工程设备来实现减排，在资源稀缺约束下，是偏向于固定成本型支

出——如更多的用于资本性投资来购买减排设备，还是偏向于可变成本型

支出——如更多的用于已有减排设施的日程运行与维护，将会产生不同的

影响。如果选择前者，那么对研发并没有显著影响，但对于劳动生产率和

SO2 排放效率则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与之相反，如果将更多资源用于污染

减排费和日常运营支出，这将提高研发水平，但对于经营绩效和环境绩效

影响甚微。（三）希冀以环境管制带动研发的策略可能是低效的。环境管制

诱导的增量研发对经营绩效和环境绩效都没有显著影响，而日常性研发则

能有效促进绩效提升。这表明在中国的工业部门，日常性的研发活动本身

是影响绩效的核心要素，而希冀通过外部管制压力来推动部门研发的策略

可能是无效或者低效的。政策制定者可能需要借助灵活的市场手段来使得

企业将减排内生为自觉行为，或者使得企业意识到双赢潜力的存在，并帮

助其获取这一收益——而这，也正是波特假说所一直强调的，即：只有设

计恰当的管制政策，鱼与熊掌兼得才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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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对于设计中国工业部门环境管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

中国工业部门―波特假说‖的部分性验证表明，适当的管制是可以实现―双赢‖

的——或者说，恰当的环境管制政策是可以推动中国工业实现转型升级的。

考虑到中国目前处于结构转型的深水区，以及面临的日益严重的资源环境

约束，环境管制仍然是必要的政策工具，缺乏必要的管制政策，经济系统

不会自发或者提前越过环境库兹涅兹拐点而实现环境质量的改善。其次，

对于环境管制形式的选择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如果偏重于污染治理项目的

资本性投资，那么可能对研发并没有显著效应，但对行业的绩效会产生促

进效应；如果偏重于污染治理的日常营运和管理，则可以促进行业的研发

活动，那么对于具体地区和部门的政策制定者而言，这两种管制形式是相

互补充的，需要因地制宜，根据现实需求来设定每种管制形式的相对权重，

从而更好的帮助实现决策目标。此外，在环境管制机制设计上，可能需要

更多的借鉴和运用更为灵活的市场手段，减少信息不对称性，从以往的―强

制要求企业实现某一环境目标‖思路转变为―帮助企业实现环境与绩效共

赢‖，也即是帮助企业通过能源审计、环境评估等服务来识别、发现和实现

双赢的机会，但这一思路的转变又是以整个政府职能转变为前提的，也即

是从此前的管制者变为服务者，从目标考核官变为目标过程辅导者，相较

于中国工业结构转型，这一过程可能更为漫长。 

 
 
 
 
 
 
 
 
 

*
作者：魏楚，人大国发院研究员、经济学院副教授；E-mail：xiaochu197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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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孟子·告子上》 

 

1 背景 

古谚认为，鱼与熊掌两者不可兼得，二者只能舍其一。在经济学研究

文献中，经济与环境两者之间似乎也暗合了鱼与熊掌的故事：发展经济必

然导致环境的退化，保护环境则对经济发展产生抑制作用，两者似乎不可

兼得。以中国为例，1979~2011 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9.9%，然而其增

长主要来源于―汗水而非灵感‖，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导致了资源短缺和生态

环境的恶化，似乎走向了一条―要经济舍环境‖的不可持续之路(曲格平, 1992; 

Krugman, 1999; 吴敬琏, 2006; 金碚, 2006; 林毅夫, 苏剑, 2007;金碚,2009)。 

经济发展是否必然要以环境恶化为代价？纵观全球各国发展趋势，20

世纪 70 年代环境保护运动之后，随着各国环境管制的强化，部分发达国家

出现了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的脱钩，如北欧的挪威和瑞典。通过环境管制

手段来减缓和控制污染已逐渐成为各国政策制定者的重要工具之一，但是

―压下葫芦翘起瓢‖，环境管制带来的经济后果又成为决策者必须正视的另

一个问题。图 1 的右侧即表明了对环境管制的质疑，他们认为：环境管制

会使企业占用部分生产性资源，或迫使企业改变原有的生产和管理过程，

这些都将使企业的生产成本和管理成本增加，从而降低企业的竞争力。此

外，为满足政府环境管制政策的要求，企业需要额外利用能源来处理和控

制污染物，这将增加企业对能源的需求并推动能源价格的上升，从而进一

步降低企业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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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美国管理学家 Michael Porter 基于理论构想和部分实践观察，首

先对此观点进行了挑战，认为环境管制可以通过如图 1 左边的途径获得相

反的结果，即：一个恰当设计的环境管制政策将诱导企业进行研发和技术

创新，企业通过产品生产过程创新和产品创新两个方面，可以获得成本优

势（如更好地利用投入，提高产量），或者实现产品差异化（如更高质量、

更安全、更环保的产品），这些创新性所获得的补偿收益，不仅改善了环境

质量、提高了环境绩效，同时可以弥补甚至超过由于遵循环境管制所带来

的经济成本，并由此提升企业的竞争力(Porter, 1991; Porter, Van der Linde, 

1995a, b)。 

可以看出，传统观点认为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是“权衡取舍”的

关系，而波特假说的提出则为“鱼与熊掌兼得”提供了实现的可能。本报

告将基于中国的工业部门对此展开研究。其后内容安排如下：第 2 部分对

波特假说的相关争议进行系统梳理，并对文献中的不足进行述评；第 3 部

分对波特假说检验的基本模型进行说明；第 4 部分讨论相应的数据和变量

处理；第 5 部分是主要的实证结果和讨论；最后是结论和政策讨论。 

 

图 1 波特假说及其争议的理论机制 

环境

管制 

竞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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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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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需求/价格增加

程变化 

竞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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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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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技术创新 

环境绩效改善 

经营绩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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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硬币的两面：基于文献的述评 

2.1 理论争议 

波特假说的支持者认为：环境管制将改变企业决策者行为并消除委托

代理成本，由此会导致企业研发水平的提高以及成本效益的改善。Aghion et 

al. (1997)，Gabel and Sinclair-Desgagné(1998)基于行为理论的研究发现，在

传统模式下，企业经理人受生存压力约束，会选择尽量减少或者避免研发

创新活动，他们更关注于日常的经营和事务，而缺乏对未来可持续发展的

投资决策，对那些高风险的 R&D 项目采取规避态度，对那些可商业化的新

技术也束之高阁，但在环境管制下，企业管理者被迫改变行为和投资决策

方式，他们会采取先动策略来尽早应用那些清洁、可盈利的新技术。Ambec 

and Barla(2002) 基于信息不对称的研究则表明，企业经理人对新技术的成

本拥有私人信息，管制者可以通过环境管制来减少委托代理成本和信息租

金，从而能增强减排相关的创新活动，并提高企业利润。Mohr(2002)从外

部性角度的研究认为，由于企业的研发投资具有技术外溢效应，因此其产

生的正外部性可能被其他竞争者享用，因此企业往往对于清洁、高效技术

的投资低于最优水平，环境管制将促成产业从低水平 R&D 投资均衡点迁移

到更高 R&D 投资水平均衡状态，这是一个帕累托改进，但此类政策不一定

是最优的。Greaker(2006) 同样考察了环境减排技术的外溢性，发现在缺乏

环境管制时，位于上游的环境创新市场上供给激励不足，因此环境 R&D 投

资成本高昂，但在严格的环境政策约束下，下游污染企业对环境技术的需

求会增加，从而促进上游创新市场的供给，从而降低了减排成本和改进整

体福利。黄德春，刘志彪(2006)在传统的 Robert 模型中引入了技术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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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发现，环境管制诱导的创新可以部分或全部抵消遵循管制的成本，这

同波特假说的理论逻辑一致，他们同时还利用海尔自主创新的案例对此进

行了论证。此外，André et al., (2009)利用双寡头模型引入了两家生产不同

环境质量产品的厂商，结果发现：如果引入一个规则来处罚拒绝生产环境

友好型产品，那么两个公司在从低质量产品到高质量产品的转换中，始终

会有成本效益的改善，而消费者也能从这样的管制中获益。 

但质疑者的理由也很充分，即：如果企业存在双赢（改善环境，且提

高竞争力）的机会，那么面对―免费的午餐‖，企业即便在没有环境管制的

驱动下，也会自发争取获得和实现这样的―双赢‖收益(Jaffe 等, 1995)。所以

传统理论认为企业是在考虑环境规制所带来的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后进行的

选择，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社会福利，但是建立在增加私人成

本的基础上的。Simpson and Bradford(1996) 利用竞争贸易模型发现，只有

在非常特殊情况下，严格的环境管制才会导致国外利润向本国企业转移，

但这并不是一般性结果。环境管制不太可能会形成产业优势。Xepapadeas 

and de Zeeuw(1999)通过一个企业资本品投资模型来考察了环境管制带来

的生产率效应和利润-排放效应，发现环境管制不一定能带来―双赢‖，但是

环境改善和竞争力之间的权衡取舍程度会因企业资本结构变化而有所缓解。

Feichtinger et al. (2005)在一个非线性模型中揭示出，排放税可能导致企业延

长资本品年限，如果考虑企业存在学习的情况下，实施严格的环境政策来

达到一定的减排目标将会对产业利润产生较强的负效应。Desrochers(2008)

通过对大量文献的综述后发现，尽管政府的环境管制会产生环境改善和企

业绩效提高，但是双赢的发展主要是企业在自身利润驱动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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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实证检验 

波特假说的理论争议为实证检验提供了极好的切入点，但同样也没有

得到一致的结论。按照研究的边界，可以将相关实证检验分为―弱波特假说‖

和―强波特假说‖两类(Brännlund et al., 2009; Ambec et al., 2013)。图 2 描述了

两类研究的区别，其中―弱波特假说‖主要考察环境管制对 R&D 的影响，也

即是考察 AB 的关联；―强波特假说‖则是检验环境管制对生产率的影响，

重点分析 AC 的关系。 

 

 

 

 

 

 

在对―弱波特假说‖的实证检验中，创新活动往往基于投入层面（如 R&D

支出），或者产出层面（如企业注册的专利数）来表述，而环境管制则采用

污染削减成本等变量来描述，大多数文献证实了―弱波特假说‖的存在。最

早的实证论文是 Jaffe and Palmer(1997)关于美国制造业的研究，他们基于

1973-1991 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发现，在控制了产业特征效应后，滞后的环

境支出对 R&D 支出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但是，环境支出与企业的创新产出

（成功申请的专利数）之间的关系不显著。Brunnermeier and Cohen(2003)

对美国制造业创新活动的研究则发现，环境管制强度（污染减排支出）同

环境相关的专利数量之间显著正相关，而且创新更可能在那些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行业中产生。Hamamoto(2006)在对日本制造业的经验分析中也发现，

环境管制（污染控制支出）对创新活动（R&D 支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图 2 波特假说实证检验类别 

 

A 

环境 

管制 
 

B 

研发/技

术创新 
 

弱效应 

强效应 

D 环境绩效 

C 经营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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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同资本存量的平均年限显著负相关。 Yang et al. (2012)基于台湾

1997-2003 年间的制造业面板数据，同样发现了环境管制（污染减排费用）

同 R&D 支出之间正相关，但污染减排资本支出对 R&D 没有显著影响。 

更多的研究聚焦于―强波特假说‖，也即是对―环境管制是否影响企业绩

效‖进行实证考察。但是对于企业绩效的界定有很多，常见的指标包括全要

素生产率（TFP）、技术效率、财务绩效（如利润率），或是劳动生产率。如

Berman and Bui (2001)考察了 1979-1992 年间，美国空气质量管制政策对洛

杉矶炼油厂生产率的影响。以那些未受管制的企业作为对照组，基于普查

数据构建出 TFP，并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尽管该地区的管制政策导

致了企业成本上升，但该地区炼油厂在 1987-1992 年间的生产率也大幅提

升，而同期其他地区炼油厂生产率则下降。由此作者认为，减排成本措施

可能高估了环境管制带来的经济成本，因为减排（在带来成本的同时）也

促进了生产率提升。类似的支持波特假说的研究包括：环境管制对荷兰园

艺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van der Vlist et al., 2007)、标准普尔 500 上市公司的

环境绩效对企业无形资产价值的影响(Konar and Cohen, 2001) 、台湾制造业

的环境管制与工业生产率(Yang et al., 2012)。 

同样的，也有很多经验研究表明了―强波特假说‖不成立，所采用方法

也各异，包括生产前沿、计量估计、可计算一般均衡等。Boyd and McClelland 

(1999)基于投入角度的距离函数和非参数模型，测度了企业在有管制和无管

制两种情景下的最优产出比，利用美国 1988-1992 年间造纸业 146 家企业

普查和污染数据，发现环境约束导致产出下降 9%，大约是由于削污资本导

致损失的 1/4。Gray and Shadbegian (2003)对美国 116 家造纸厂进行了分析，

发现环境管制（污染减排运行成本）同企业 TFP 显著负相关，环境管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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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影响会因企业的技术而异，综合型纸浆厂受其影响最大。Picazo-Tadeo 

et al., (2005)采用方向性距离函数考察了污染物―弱处臵‖和―强处臵‖情况下

的潜在产出边界，并将两种情景下的生产边界差值定义为环境管制所导致

的产出损失。基于 1995 年 35 家西班牙陶瓷厂数据，发现环境管制带来的

产出损失为 5%左右。Rassier and Earnhart (2010)利用面板数据检验了水环

境管制政策（废水排放许可限额）对化学制造业利润率的影响，结果发现，

严格的水环境管制会通过增加成本使得企业利润出现下降。 Balash et 

al.(2013) 采用 MAKAL 模型和美国环保署 9 区域 MARKAL 数据库

（EPAUS9r），检验在不同的管制情景下，电力成本、排放及减排成本的趋

势，模拟结果表明，大气排放管制的政策将导致电力成本的温和上升，政

策对各州电力成本的影响取决于管制政策强度、各地区资源禀赋以及现有

的能源构成。 

我国学者也基于不同层面数据和方法对波特假说进行了实证分析。王

兵等(2008) 设定了三种不同环境管制强度情景，Malmquist-Luenberger 指数

法对 APEC17 个经济体的 TFP 进行了测度，结果发现，考虑环境管制因素

后，受技术进步因素的推动，TFP 增长水平会提高。陈诗一(2010)利用方向

距离函数模型来考察节能减排政策的影响，通过模拟分析表明，节能减排

这一管制政策对潜在产出会有负面影响，但这一效应会逐年递减并最终低

于潜在产出增长，由此可以实现环境和经济双赢发展。曹静，詹昊(2011)

基于计量模型，对 2000-2002 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 TFP 进行了解释，发现

它与企业环境管制的直接支出（罚款、行贿等）等环境管制变量显著正相

关。由于中国地区差异巨大，同时处于连续性变迁过程中，因此部分研究

结论也揭示出了波特效应的区域性和动态性。如季永杰，徐晋涛(2006)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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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利用微观造纸企业的数据测度了企业的技术效率，

并引入环境管制政策变量（COD 收费率）来考察波特假说，结果表明，环

境管制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因企业类型差异而不同，对小企业而言会产生负

面效应。涂正革，肖耿(2009)基于 1998-2005 年间中国省级工业面板数据，

对环境管制与工业增长模式进行了定量考察，结果发现，环境管制对我国

工业增长的抑制效应并不显著，随着工业增长模式的转变，其抑制效应还

将呈现递减态势。董敏杰等(2011)基于投入产出表，考察了环境管制（企业

污染治理成本）对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管制在一

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贸易部门的价格水平，但其增加幅度有限且在可承受

范围内，并不会由此而降低中国产品国际竞争力。张成等(2011)基于中国省

级工业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部分证实了波特假说，其结论表明，在东部和

中部地区，环境管制强度同企业技术进步率之间呈现 U 型关系，而在西部

地区两者关系则不显著。 

2.3 文献述评 

上述理论探讨和经验分析无疑为理解波特假说提供了相当丰富的素材，

但受限于现实世界与理论分析的鸿沟，现有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对于环境管制缺乏统一的界定和测度。经验上，在表述环境管

制这一概念时，常见的方法是选择污染物减排支出(Jaffe and Palmer, 1997)、

污染减排经营成本(Gray and Shadbegian, 2003)、环境法规数量(Gray and 

Shadbegian, 2003)、污染物排放许可限值(Rassier and Earnhart, 2010)、污染

投资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张成 等, 2011)等。受限于数据可得性，研究者往

往无法采用可靠的、前后一致的指标来描述环境管制的内涵，由此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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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研究结论间的偏误和不可比较性。 

其次，对于关键指标的测度存在偏差。譬如对于最关键和最常用的污

染减排支出指标而言，其报告的成本往往高于企业真实成本支出。其背后

的主要原因是技术驱动所致，当管制使得某种生产更加昂贵，市场会通过

替代生产、或是开发更廉价的清洁技术来应对，而这些因素很少被整合到

成本中；其次，大多数企业报告的减排成本是投资新设备所致，管制会加

快企业投资进程，因此大多数测度的管制成本实际上是早期资本投资，从

而意味着估计的成本高于真实成本；此外，考虑到控制环境污染的开支并

没有反映社会的真实成本（有外部性），即便成本估计没有偏误，报告的成

本也往往高于企业的真实成本(Eban and Hart, 1997; Harrington et al., 2000)。

再譬如，对于 TFP 的测度中，往往包含投入和产出，但是对于污染物这一

非合意性产出并没有考虑，这将使得生产率的测度出现偏误(Färe et al., 

1989)。 

此外，在研究边界上存在一定局限。仍然以错误！未找到引用源。为例，在

现有研究中，―弱波特假说‖（AB）基本得到较为一致的结论，―强波特假

说‖（AC）聚集了大量文献，但结果则并不统一，对于企业绩效，更多

的是侧重于考察其经济绩效（模块 C），而对环境绩效（模块 D）涉及较少，

此外，对于研发与企业绩效的关系（BC/D），以及环境管制对环境绩效

的影响（AD）这些环节研究很少。从波特假说的传导机制来看，需要系

统性的界定研究边界，从而对不同传导节点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综合性考察。 

本报告以中国工业部门为研究对象来对波特假说进行检验，并在以下

三部分进行拓展：首先在环境管制的指标选择上，同时考察了污染治理资

本支出和减排运行支出两个变量，从而可以考察治理污染的固定成本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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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本两类对绩效影响的差异；其次对于绩效指标设定了两个维度的多个

变量，其中经济绩效包括 TFP、利润率和劳动生产率，环境绩效包括 SO2

生产率和环境技术效率，旨在通过多个维度的比较得出一致的结论，或者

揭示出管制对不同绩效影响的差异性；此外，在研究边界上，还将研发进

一步分解为管制诱导的研发，从而用于考察研发与经济/环境绩效间的关系。 

 

3 模型设定 

本报告旨在回答三个问题：―环境管制会影响研发活动么？‖、―不同研

发对绩效有何种影响？‖以及―环境管制是否影响绩效？‖。相对应地，实证

部分也分为三个步骤依次检验上述三个问题：首先检验环境管制对研发活

动的影响；其次将研发进行分解，并考察环境管制诱导的研发是否影响绩

效；最后考察环境管制与绩效之间的关系。 

3.1 环境管制对研发活动的影响 

依据现有文献，对研发活动影响因素的一般化的模型可以设定为： 

, ,, 1 , 1ln i t i i ti t i tRD Reg X             （1） 

其中，被解释变量是第 i 省工业部门在第 t 年的研发活动支出的对数，

在解释变量中，Reg 是本报告关注的环境管制因素，基于此前文献和数据

可得性，设定了两个变量(Hamamoto, 2006)。污染减排投资支出（Pollution 

Abatement Capital Expenditure, PACE）包括工业部门对废水、废气、工业废

弃物和噪声等污染的治理投资额，用于描述减少污染排放的资本性支出；

污染减排运行费用（Pollution Abatement Fee, PAF）变量则是各省工业部门

排污费、废水和废气处理运行费用支出额之和，用于描述日常控制污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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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和维护成本支出1。按照理论预期，这两个变量都会对研发产生正向推

动效应。 

依据文献还设定了其他解释研发活动的控制变量 X，其假设包括：相

比于内资企业，外商投资和港澳台投资的工业企业可能会更多进行研发；

研发投资同企业销售状况呈现一定正向比例关系(Klette, Griliches, 2000)；

研发可能会存在规模效应，其长期关系可能是非线性的，因此可以通过工

业规模的一次及二次项来考察(Aghion et al., 2005)；资本密集型企业会更倾

向于开发新技术和新流程；此外，国外技术引进的技术费支出可能有双重

影响，一方面可能导致国外技术会替代部分国内研发活动；另一方面，为

了吸收、利用和转换国外技术，可能会促进相应的国内的研发活动，因此

其影响可能存在双重性；此外，以工业出口额与主营业务收入比值衡量的

出口强度越大，其研发强度可能越高。这些变量的进一步定义可见 

表 1。由于研发活动具有时滞性，将控制变量滞后一期来解释研发活

动的差异(Jaffe, Palmer, 1997; Hamamoto, 2006)，参数 μi 和 εi,t 分别表示不可

观测的个体效应和随机扰动项。 

3.2 环境管制诱发的 R&D 对经营绩效、环境绩效的影响 

Hamamoto(2006)提出了可以将企业的研发活动分解为日常性研发和由

于环境管制导致的增量研发。其具体可以通过以下关系式来计算： 

, 1

, ,

, 1

ˆ1
i t

i t PAF i t

i t

PAF
RD RD

PAF
 



 
    

 

       （2） 

, , ,1 2i t i t i tRD RD RD          （3） 

                                                             
1
 在 PAF 中，由于其他费用支出（如监测成本支出）统计时间较短，没有计算在内，此外，对于噪声和

固体废弃物的运行费用支出缺乏相关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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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ˆ
PAF

 是模型（1）估计得到的参数系数，RD1 即是由于环境管制诱

导的研发支出增量，RD2 是其他日常性的研发支出，两者之和即是最终观

察到的总研发支出 RD。因此，考察环境管制诱导的研发 RD1 同企业绩效

间的模型可以表示为：  

, , , , ,1 2 3

, ,

ln ln 1 ln 2 (ln 1 )

t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i i t

Eff RD RD RD CAPI

Z

  

   

   

  
    （4） 

其中，解释变量 Eff 为企业绩效，分为两个层面共五个变量来表述，其

中经营绩效包括：劳动生产率（LP）、销售利润率（PROFIT）和全要素生

产率（TFP）；环境绩效包括：单位 SO2 对应的工业增加值（SO2Int）、环境

技术效率（ETE）。部分变量的描述与计算见第三部分以及 

表 1。在控制变量中，主要考察环境管制导致的研发增量 RD1，以及

日常性研发 RD2 对绩效的影响，其他相关解释变量 Z 包括进口技术费用支

出，并设定了增量研发 RD1 同劳均资本强度的交叉项，其目的是为了考察

不同资本强度下，管制诱导的研发增量是否对绩效影响存在系统性差别

(Ray, Bhaduri,2001; Yang et al., 2012)。此外，νt 用于捕捉宏观经济政策和外

生技术进步等因素，用 ηi 来控制省际间异质性，σi,t 为随机扰动项。 

3.3 环境管制对经营绩效、环境绩效的影响 

在第三步的检验中，考察环境管制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其一般化的模

型为(Yang et al., 2012)： 

,, , ,, 1ln ln ti ti t i t i i ti tReg ZEff RD              （5） 

其中，企业绩效变量 Eff 和解释变量 Z 均与模型（4）中的定义相同，

Reg 为模型（1）中设定的环境管制变量，此处采用一阶滞后项，同样地，

ϑt、υi 和 ξi,t 分别为时间效应、个体特征和随机扰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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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据处理与变量构造 

4.1 统计口径调整与数据处理 

本报告采用中国各省工业部门在 1990-2011 年间的面板数据来对上述

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其中重庆和四川合并，西藏的数据由于缺失而没有包

括在内，主要数据来源是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4）等。 

中国在 1990-1997 年间统计范围包括乡及乡以上工业和村办工业企业，

在 1998-2006 年则调整为统计国有及非国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07 年以

后再次修改为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进行统计。这些大幅度的统计调整会造

成不同时期数据间的不一致和不可比较1。本报告将各年不同口径的总产值

数据调整为全部工业口径的总产值2，之后依照不同口径总产值的比例线性

调整其他投入产出数据，其中，对 1997 年前的数据，将各乡及乡以上的工

业企业独立核算指标与对应的村办工业指标相加，除以各省工业总产值得

到了该期间的转化比例3。对于 1998 年之后的数据，根据《中国经济普查

年鉴（2004）》和《中国统计年鉴（2005）》，可以获得 2004 年各省全部

工业口径数据，由此计算 2004 年各省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占工

业的比例。此外，还构建了一组各省以 1998 年规模以上工业占全部工业的

                                                             
1
 为了规避统计口径调整前后的数据不一致问题，部分研究者采取了某一时段来进行研究，如涂正革，

肖耿(2009)选择了 1998-2005 年间的各省工业数据；  
2
 本报告按照《1995 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摘要》关于工业总产值核算方法调整的说明，计算出 1995

年基于新旧规定不同口径的工业总产值的调整比例，并利用该比例对 1995 年之前的工业总产值进行口径

统一，对统计年鉴里缺少的 1993、1995、1996 年的村办工业总产值序列，按照线性插值求解得出。 
3
  由于非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所占比例较少而不予考虑。以北京为例，1990 年北京全部工业总产值为

734.68 亿元，其中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的工业总产值为 625.9 亿元，村办工业的总产值为 83.83 亿元，两

者相加，其独立核算工业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 96.6%，非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比重可以忽略不计。其他省

份情况大体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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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比例，然后利用 1998 年和 2004 年的两组工业口径调整比例来线性调

整其他相应年份的工业统计口径。统计年鉴中少数年份缺失数据的补充一

般都采用均值或线性插值方法得到。对于工业总产值价格平减指数主要参

照(陈诗一, 2011)的方法进行缺失值替代和补齐1，最终可以得到以 1990 年

价格为基期的全工业口径的工业总产值序列。 

（1）工业增加值（VA）：《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中公布了 1992-2008 年各省工业增加值数据，对于 2009-2011 年数据采取移

动平均得到，对于 1992 年之前公布工业净产值序列，按照―工业增加值=工

业净产值 + 提取的折旧基金‖的方法进行调整(陈诗一, 2011)，对于工业口

径的调整，以及工业增加值价格平减指数的处理同工业总产值的方法，最

终获得了基于 1990 年为基期的全工业口径的工业增加值序列。 

（2）劳动从业人数（emp）：选取各省份全部工业口径的从业人数作为

劳动力数量，其中 1990~1992 年统计口径为职工人数年末数，1993~1997

年改为职工人数年平均数，1998 年后则全部统一为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2。

为了统一口径，对 1990-1992 年间的从业人员按照上年年末和当年年末职

工人数进行平均，同时对历年的从业人员年平均数根据全工业口径的调整

比例修正。 

（3）资本存量（K）：基于永续盘存法对资本存量序列进行估计，其计

算方法为3： 

                                                             
1
 出厂价格指数中天津 1990、1991 年采用的是同年度天津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总指数。河北等其他省份

1991 缺失的数值均采用 1992 年的数值代替。江西、广东、宁夏的采用的是零售物价总指数代替。 
2
 《中国工业交通能源 50 年统计资料汇编》认为从业人员包括长期职工和临时工，能够实际反映企业的

就业状况。 
3
  大量文献对中国总量或者分省资本存量序列进行了估计，可参见贺菊煌(1992)， Chow(1993)，张军等

(2004)。 



 21 

0(1 ) (1 )t t k

t kK K I           （6） 

其中 Kt 为第 t 期的资本存量，K0 为基期存量，λ 为资本折旧率，Ik 为第

t 期投资，为了尽可能减少基期资本存量估计对后续时间序列的影响，我们

选择 1980 年为基期进行估算，用 1980 年当年固定资产净值作为基期资本

存量，同时依照此前的方法调整为全工业口径(孙琳琳,任若恩, 2005; 陈诗

一, 2011)。投资序列利用相邻年份固定资产原值的差额可以计算，同时用

各省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即可得到以 1990 年价格指数计算的

投资序列。此外，现有文献往往采用固定折旧率来简化计算，为了提高数

据精度，本报告依据实际统计数据来构造可变折旧率。其中，1980、

1985-1990 年的分省独立核算工业折旧率数据可以在《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

鉴》中获取；2001-2011 年可以根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统计

年鉴》中提供的本年折旧和上一年固定资产原值的数据来计算当年折旧率；

对于 1991-2000 年则基于以下方法估算(陈诗一, 2011)： 

1

t t
t

t

FA NFA

FA




 
        （7） 

FA、NFA 分别为固定资产原值和固定资产净值，分子表示的是第 t 期

的当年折旧，分母则是上一期的固定资产原值。相关折旧数据来源于《中

国工业交通能源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1999）和《中国经济普查年

鉴（2004）》。 

4.2 其他变量构造 

（1）基于索洛残差法的全要素生产率（TFP）。选取最常用的索洛残

差法来估算各省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Chow, 1993)。基于规模收益不变及希

克斯中性假设的计算公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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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k k

TFP Y K L            （8） 

其中， , ,Y K L 表示总产出、资本和劳动的增长率，系数 αk 是资本的产出

弹性。按照大多数文献的假设，本报告以资本存量和从业人数来表示资本

和劳动，以工业增加值为产出，同时设定资本弹性 αk=0.6 来估算各省工业

的 TFP(Chow, Li, 2002; 郑京海 等, 2008)。 

（2）基于 SBM 模型的环境技术效率指数（ETE）。传统效率评价模型

中，往往忽略了环境污染这一副产出，从而可能导致对真实绩效的估计存

在偏误(魏楚 等, 2011)。非径向的基于冗余测度（Slack-Based Measure, SBM）

的非参数效率评价模型则可以有效克服这一问题，它不仅可以在多投入-多

产出框架下纳入对污染物的考量，同时具有克服变量松弛的优点(Cooper et 

al., 2007)。假定有 k 个决策单元，每个决策单元有 n 种投入（i=1,2,…,n）

和 m 种产出（j=1,2,,..m），其基本模型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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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其中，向量 s
-、s

g 和 s
b 分别对应的投入冗余量、合意产出短缺量和非

合意产出冗余量，目标值满足 0<≤1，对于特定的决策单元，当且仅当=1

时，各冗余量 s
-
=s

g
=s

b
=0，此时处于效率边界上，如果<1，这表明存在某

种冗余。因此，目标函数实际上测度了考虑环境污染因素的技术效率。本

报告以 1990-2011 年全国 29 个省的工业为基本决策单元，投入是从业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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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资本存量，合意产出为各省工业增加值，非合意产出选择各省工业 SO2

排放量。其计算采用 DEA Solver 软件。 

 

表 1 给出了本报告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所有价值量以 1990 年价

格水平的独立核算工业统计口径调整。29 省工业在 1990-2011 年间共有 638

个观测值，部分样本存在少量缺失值。TFP 均值为 0.02，这同 Tian and Yu 

(2012) 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他们在对 150 篇有关中国 TFP 研究文献综述

的基础上发现，在 1978 年之后全国的 TFP 均值为 2%。环境技术效率 ETE

均值为 0.52，这同岳书敬，刘富华(2009)的结论接近，他们考察了包含 SO2

排放的中国工业部门技术效率，其结果为 0.49-0.68 之间。 

表 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类别 变量名  定义 单位 样本 均值   标准差    

 研发 RD  研发经费支出 万元 638 307907.00 701967.40 

环境管

制变量 

PAF 工业排污费及治污运行费 万元 638 13643.59 15600.59 

PACE  

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包括

废水、废气、固体废物、噪声和

其他工业污染） 

万元 638 39462.94 45564.80 

# WATER PACE 中的治理废水投资额 万元 637 15197.04 18190.30 

# GAS  PACE 中的治理废气投资额 万元 638 16973.47 22482.93 

# WASTES  PACE 中的治理固废投资额 万元 613 2643.91 4065.35 

# NOISES PACE 中的治理噪声投资额 万元 599 366.96 1170.52 

投入产

出变量 

VA  工业增加值 亿元 638 1147.05 1914.16 

b SO2 排放 万吨 609 57.58 41.17 

K  资本存量 亿元 638 1927.97 1947.98 

emp 劳动力 万人 638 331.12 293.73 

经营绩 LP 劳动生产率 万余/人 638 3.69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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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别 变量名  定义 单位 样本 均值   标准差    

效  PROFIT  销售利润率 - 638 0.05 0.04 

TFP 全要素生产率 - 637 0.02 0.96 

环境绩

效 

SO2Int 单位 SO2 对应的工业增加值 万元/吨 609 22.50 33.10 

ETE 包括污染因素的环境技术效率 - 638 0.52 0.25 

其他变

量 

FORI  外资工业比重 - 638 0.14 0.16 

SIZE 工业规模，以工业从业人员衡量 万人 638 331.12 293.73 

CAPI  劳均资本 万元/人 638 202164.90 193293.30 

EXPI  出口占销售额比重 - 638 0.16 0.16 

TI  引进技术经费支出 万元 637 270275.90 624783.30 

GROWTH  销售增长率 - 638 0.20 0.14 

 

5 实证分析结果 

5.1 问题一：环境管制会促进研发么？ 

 

表 2 首先给出了对模型（1）的估计结果。首先在第（1）列中，控制

了两个环境管制变量（PAF 和 PACE），以及其他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

Hausman 检验表明，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在第（2）列中，检

验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模型的 LR 检验表明，应该考虑时间固定效应，

因此其后的估计中都采用个体、时间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第（3）-（6）

列中，分别考察了废水、废弃、固体废弃物和噪音的污染治理投资支出。

可以发现，在控制了时间效应后，污染减排运行费用 PAF 显著为正，这表

明用于减排的日常运维经费的确促进了研发活动；而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支

出 PACE 虽然为负，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其类别下的废水、废气、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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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和噪音也同样不显著。这一结论同 Yang et al.,(2012)对台湾制造业的发

现一致，表明在中国的省际工业部门中，污染减排费用及控制支出能够诱

发更多的研发活动，但污染控制资本性投资对研发活动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表 2  环境管制对研发活动的影响 

解释变量 (1) (2) (3) (4) (5) (6) 

L1.lnPAF 
0.0768 0.153

**
 0.153

**
 0.148

**
 0.200

***
 0.209

***
 

(1.36) (3.10) (3.12) (3.00) (4.07) (4.18) 

L1.lnPACE 
-0.0841 -0.0179     

(-1.79) (-0.41)     

L1.lnWater 
  -0.0228    

  (-0.67)    

L1.lnGas 
   0.00587   

   (0.17)   

L1.lnWaste 
    -0.0136  

    (-0.88)  

L1.lnNoise 
     -0.0236 

     (-1.35) 

L1.lnCAPI 
2.164

***
 0.675

***
 0.678

***
 0.660

***
 0.744

***
 0.722

***
 

(20.53) (4.08) (4.12) (4.02) (4.60) (4.36) 

L1.FORI 
0.720 1.536

***
 1.529

***
 1.532

***
 2.047

***
 1.876

***
 

(1.75) (4.16) (4.14) (4.15) (5.20) (4.87) 

L1.growth 
-0.00480 0.350 0.381 0.347 0.577

*
 0.471

*
 

(-0.03) (1.58) (1.70) (1.56) (2.52) (2.08) 

L1.lnSIZE 
4.139

***
 4.006

***
 4.058

***
 3.951

***
 3.940

***
 3.979

***
 

(7.88) (8.79) (8.90) (8.71) (8.70) (7.97) 

L1.lnSIZE2 
-0.205

***
 -0.255

***
 -0.259

***
 -0.252

***
 -0.248

***
 -0.252

***
 

(-4.37) (-6.51) (-6.58) (-6.44) (-6.30) (-5.77) 

L1.lnTI 
-0.0575

*
 0.0262 0.0271 0.0261 0.0623

**
 0.0594

*
 

(-2.36) (1.21) (1.25) (1.21) (2.63) (2.50) 

L1.expi 
-0.530 -0.706

**
 -0.734

**
 -0.697

**
 -0.885

***
 -0.957

***
 

(-1.86) (-2.96) (-3.04) (-2.94) (-3.41) (-3.65) 

时间效应 NO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数 607 607 606 607 583 573 

 R
2
 0.844 0.898 0.898 0.898 0.904 0.905 

AIC准则 933.8 696.1 694.6 696.2 633.9 624.0 

BIC准则 977.9 828.3 826.8 828.5 764.9 754.5 

Loglikelihood -456.9 -318.0 -317.3 -318.1 -286.9 -282.0 

注：变量的前标 L1 代表一阶滞后项; 
*、**、***分别表示在 5%、1%和 0.1%水平上显著。限于篇幅，省去

了个体和时间效应的结果，下同。 

 

再来考察其他控制变量对研发活动的影响。可以看出，劳均配臵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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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的省份，其研发经费支出水平越高；外资比重的增加则能显著提高研

发活动水平，这证明了外资在工业部门的流入对中国工业技术研发产生了

正向的溢出效应(何洁, 2000)。对于―工业销售增长率越高，研发经费相应越

多‖的假设，则并没有在本报告的数据中得到验证；研发的规模效应得到了

有效验证，其一次项显著为正，二次项显著为负，表明工业规模同研发活

动之间存在倒 U 型曲线关系；引进的技术经费比重在多数回归中并不显著，

可能本身对研发影响不强，或者是由于引进技术对研发的替代效应（挤出

原有研发投资）和互补效应（配合引进技术的消化研发投资）相互抵消的

结果；此外，工业出口比重越高的省份，其研发活动则显著低于其他省份，

这似乎表明了当前的出口可能更多的偏向于要素和资源密集型产品，而非

技术驱动型，或者是由于出口企业生产率较低，无法向国内市场扩张所致

(朱希伟 等, 2005)。 

5.2 问题二：不同类型的研发活动会影响绩效么？ 

根据 

表 2 第（2）列估计的 PAF 变量系数，以及模型（2）（3），可以相应

计算出由于环境管制带来的增量研发 RD1 以及占总研发支出的比重，如图 

3 所示，其比重介于 0.2-6.3%，均值为 3.3%
1。另外可以看出，环境管制带

来的增量研发所占比重波动幅度在逐年增加，这可能暗示着中国的环境管

制强度存在较大的波动性和不平稳性。 

                                                             
1
  Yang et al.(2012)在对台湾制造业 1998-2003 年间的考察中计算得到的诱发性研发比重为 1.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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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环境诱导的研发支出（RD1）占总研发支出比重 

接下来将基于模型（4），对两种不同类型的研发（RD1 和 RD2）与两

类绩效（经营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关系进行考察，结果见表 3 所示。回归

结果分别在第 A-E 列。每一列下分别估计了四个模型，分别纳入不同的变

量来进行识别。 

首先考察研发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其中 A-1、A-2 和 A-3 列都控制了

增量研发 RD1 和日常性研发 RD2，在此基础上分别加入其他解释性变量；

而 A-4 列则采用的是总研发支出 RD。从回归结果来看，研发总支出、日常

性研发对劳动生产率是有正向促进作用的，劳均资本、引进技术同样与劳

动生产率正相关，但是管制带来的增量研发却并不显著，其系数在统计上

接近于 0。 

如果采用财务上的销售利润率来进行检验，可以发现，研发支出和日

常性研发都会增加企业财务成本，从而降低了利润率，这也符合会计原则。

劳均资本越高的省份，其工业财务盈利能力越强，而技术引进支出同利润

率并无显著关系。在控制住劳均资本变量后，增量研发同利润率之间呈现

一定的正相关，但仍缺乏更显著的证据；此外，劳均资本深化会显著削弱

增量研发对利润率的影响。 

0 

0.04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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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利用 TFP 来表述经营绩效概念，从 C-1 到 C-4 的结果可以看出，

研发支出同 TFP 之间并不显著，这可能归因于行业竞争加剧，或者使用的

研发资本投入结构不恰当、使用效率不高等因素有关(张海洋, 2005; 李小平, 

朱钟棣, 2006)。此外，分解后的两种研发支出同 TFP 之间也不存在显著关

系，这表明，环境诱导的研发能改善 TFP 的假设在本报告的数据中并未得

到证实。 

上述研究均是此前文献讨论过的思路，但是鲜有研究来探讨―管制是否

促进环境绩效‖，此次将进行专门的考察。D-1 到 D-4 列给出的是对单位 SO2

排放的工业增加值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研发总支出、日常性研发支出

都能提高单位 SO2 对应的工业增加值，也即是能够提高 SO2 排放绩效；引

进的技术也能够有利于单位增加值的 SO2 排放；资本强度则对 SO2 生产率

呈现显著的抑制效应，或者说，资本强度与 SO2 污染强度（单位工业增加

值的 SO2 排放）正相关，这同 Cole, Elliott(2003)的发现一致；在控制住重

工业特征后，管制带来的增量研发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增量研发不仅不

能改善 SO2 生产率，反而使之恶化了，同样地，资本深化则会减缓诱导性

研发对 SO2 排放绩效的影响。 

第 E 列的被解释变量是构建出来的环境技术效率 ETE，由于 ETE 是基

于非参数法构建的效率指标，其值为正且小于 1，因此需要采用 Tobit 受限

模型进行回归。结果表明：研发总支出、日常性研发两者系数显著为正，

能够改善环境技术效率；引进外来技术同样对环境技术效率有正向影响，

但增量研发和劳均资本变量均不显著。 

综上所述，劳均资本（CAPI）对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率有显著促进作用，

但对环境绩效影响不确定；研发经费支出（RD）和日常性研发支出（R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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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能够显著改善劳动生产率和环境绩效，但同利润率负相关，与 TFP 关系

不显著；环境管制诱发的研发增量支出（RD1）要么不显著，要么违背假

设，这表明，在中国工业部门，外部的管制带来的研发并不能显著影响其

经营绩效和环境绩效，与之相反，对绩效起到更重要作用的反而是日常性

研发——这部分可能更多的是受行业内在需求驱动所致的日常性研发支出。

这同 Desrochers(2008) 的结论惊人的一致，他认为：如果存在波特假所说

的―双赢‖机会，那么政府的环境管制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更多是企业经

济利益驱动下的结果。同样的，这与 Liu et al., (2013)的发现有异曲同工之

处，他们在对中国中小型工业企业的节能行为和意识进行调研后发现，企

业内在的需求和自愿性行为是推动节能认识和采取节能措施的主因，而政

府的外部管制压力作用则并不大。 

5.3 问题三：环境管制能改善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么？ 

最后对模型（5）中的―强波特假说‖进行检验，同样选择了五种绩效指

标来进行回归，在每个回归第（1）列中，仅放入研发以及一阶滞后的环境

管制变量，第（2）列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劳均资本和引进技术支持），第

（3）列则用环境管制的二阶滞后项；模型的 Hausman 检验均建议采用双

向固定效应模型，此外，对环境技术效率采用 Tobit 模型进行估计，主要结

果见表 4 所示。 

从 A（1）—A（3）列可以看出，研发、劳均资本和引进技术变量都能

显著改善劳动生产率，污染控制资本投资的一阶和二阶滞后项均显著为正，

表明环境资本性支出能显著促进劳动生产率，但是污染减排费用和日常支

出则并不存在统计性关联。如果采用财务利润指标考察，与表（3）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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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研发支出会降低利润率，劳均资本则表现为正相关，两种环境管制

变量的一阶和二阶滞后项均不显著，表明污染治理支出同利润率之间没有

显著性关系。在 C(1)—C(3)列的结果中，污染治理资本投资和日常运行费

用变量同 TFP 并不存在显著关系；此外，其他控制性变量的回归系数也不

显著。 

再来看环境管制对环境绩效的影响。D 列的结果显示，研发支出和引

进技术都能改善 SO2 排放效率，而污染治理的资本投资在一阶滞后项和二

阶滞后项上均显著为正，表明其管制产生了积极效果，而污染减排费用和

日常经费支出则缺乏统计性证据。E(1)—E(3)中对环境技术效率的结果也同

SO2 排放效率结果一致，研发支出和引进技术能够提高环境技术效率，污

染资本投资则在二阶滞后项上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同样的，PAF 的符号

虽然为正，但是其影响的程度不显著。 

总之，研发经费支出同劳动生产率和环境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与财务利润率负相关，与 TFP 之间关系不显著；污染治理投资费用 PAF 对

于经营绩效和环境绩效指标影响不显著，滞后的污染控制资本性投资 PACE

则能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环境绩效，从而部分验证了―强波特假说‖的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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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环境管制诱导的研发对经营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影响 

解释变量 
A. 劳动生产率：lnLP B. 销售利润率：lnProfit C. 全要素生产率：lnTFP D. 单位SO2的工业增加值：lnSO2Int E. 环境技术效率：ETE 

A-1 A-2 A-3 A-4 B-1 B-2 B-3 B-4 C-1 C-2 C-3 C-4 D-1 D-2 D-3 D-4 E-1 E-2 E-3 E-4 

lnRD1 
0.003 -0.00 0.004  -0.008 0.075* 0.071  0.065 0.092 0.098  0.006 -0.124*** -0.108***  0.004 -0.004 0.002  

(0.31) (-0.08) (0.28)  (-0.47) (2.01) (1.86)  (1.47) (0.89) (0.93)  (0.55) (-3.26) (-3.21)  (0.67) (-0.32) (0.14)  

lnRD2 

0.068*

** 

0.098*

** 
0.090***  

-0.114

** 

-0.108

** 

-0.102

* 
 -0.104 -0.094 -0.109  0.234*** 0.235*** 0.218***  0.034* 0.035* 0.026  

(3.45) (5.79) (5.34)  (-2.72) (-2.62) (-2.41)  (-0.90) (-0.80) (-0.90)  (7.39) (7.58) (7.14)  (2.44) (2.52) (1.94)  

lnRD1*CA

PI 

 0.0006 -0.002   
-0.042

* 

-0.039

* 
  -0.014 -0.017   0.066*** 0.058***   0.004 0.001  

 (0.08) (-0.32)   (-2.55) (-2.35)   (-0.30) (-0.37)   (5.44) (4.93)   (0.70) (0.22)  

lnCAPI 

 
0.599*

** 
0.632*** 

0.601*

** 
 

0.678*

** 

0.654*

** 
0.326**  0.311 0.357 0.114  -0.643*** -0.550*** -0.142  -0.010 0.021 0.017 

 (9.01) (9.78) 
(14.46

) 
 (4.15) (3.92) (3.17)  (0.70) (0.79) (0.42)  (-5.30) (-4.67) (-1.79)  (-0.18) (0.39) (0.48) 

lnTI 
  0.041*** 

0.037*

** 
  -0.019 -0.028   0.053 0.004   0.087*** 

0.115**

* 
  

0.038*

** 

0.041*

** 

  (4.85) (4.84)   (-0.85) (-1.45)   (0.96) (0.09)   (5.66) (7.94)   (5.61) (6.63) 

lnRD 
   

0.084*

** 
   -0.095**    -0.069    

0.189**

* 
   

0.0313

** 

   (6.60)    (-2.73)    (-0.64)    (7.21)    (3.01) 

时间固定

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数 486 486 484 636 442 442 441 576 396 396 394 477 485 485 483 607 486 486 484 636 

R2 0.960 0.971 0.973 0.971 0.541 0.560 0.557 0.512 0.171 0.168 0.169 0.151 0.791 0.805 0.821 0.796     

AIC准则 -277.8 -431.8 -470.5 -542.4 309.5 293.4 295.0 485.7 983.1 986.4 983.5 1207.7 185.9 153.4 110.2 234.0 -302.3 -299.0 -341.4 -415.5 

BIC准则 -177.3 -322.9 -357.6 -431.0 407.7 399.8 405.4 594.6 1074.7 1085.9 1086.8 1307.8 282.1 258.0 218.8 339.8 -80.43 -68.74 -107.2 -1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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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变量 
A. 劳动生产率：lnLP B. 销售利润率：lnProfit C. 全要素生产率：lnTFP D. 单位SO2的工业增加值：lnSO2Int E. 环境技术效率：ETE 

A-1 A-2 A-3 A-4 B-1 B-2 B-3 B-4 C-1 C-2 C-3 C-4 D-1 D-2 D-3 D-4 E-1 E-2 E-3 E-4 

Loglikeliho

od 
162.9 241.9 262.3 296.2 -130.7 -120.7 -120.5 -217.9 -468.5 -468.2 -465.7 -579.9 -69.96 -51.72 -29.08 -92.98 204.1 204.5 226.7 261.7 

chi2统计量                 735.9 736.6 775.5 968.4 

注：*、**、***分别表示在 5%、1%和 0.1%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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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环境管制对绩效的影响 

解释变量 
A. 劳动生产率：lnLP B. 销售利润率：lnProfit C. 全要素生产率：lnTFP D. 单位SO2的工业增加值：lnSO2Int E. 环境技术效率：ETE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lnRD 
0.039* 0.066*** 0.069*** -0.159*** -0.138*** -0.114** -0.073 -0.071 -0.025 0.200*** 0.171*** 0.173*** 0.029* 0.024* 0.026* 

(2.39) (4.63) (4.49) (-3.93) (-3.40) (-2.60) (-0.68) (-0.64) (-0.21) (7.29) (6.40) (6.00) (2.44) (2.03) (2.10) 

L1.lnPAF 
0.044* 0.024  0.077 0.072  0.034 0.021  0.054 0.028  0.025 0.011  

(2.23) (1.40)  (1.86) (1.72)  (0.30) (0.18)  (1.62) (0.88)  (1.77) (0.82)  

L1.lnPACE 
0.055** 0.062***  0.051 0.050  -0.025 -0.017  0.095** 0.098***  0.019 0.021  

(3.02) (4.05)  (1.33) (1.32)  (-0.25) (-0.17)  (3.13) (3.45)  (1.41) (1.69)  

L2.lnPAF 
  0.016   -0.011   0.026   0.052   0.008 

  (0.90)   (-0.25)   (0.22)   (1.60)   (0.60) 

L2.lnPACE 
  0.065***   0.056   0.065   0.121***   0.041** 

  (4.06)   (1.44)   (0.62)   (4.07)   (3.23) 

lnCAPI 
 0.600*** 0.602***  0.307** 0.341***  0.110 0.073  -0.143 -0.142  0.014 0.017 

 (14.35) (13.88)  (2.99) (3.32)  (0.41) (0.26)  (-1.82) (-1.75)  (0.41) (0.48) 

lnTI 
 0.036*** 0.037***  -0.026 -0.018  0.003 0.014  0.114*** 0.110***  0.040*** 0.038*** 

 (4.75) (4.71)  (-1.34) (-0.90)  (0.07) (0.26)  (7.92) (7.52)  (6.38) (6.05)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数 609 607 578 548 547 520 479 477 458 609 607 578 609 607 578 

R2 0.959 0.971 0.969 0.517 0.524 0.513 0.150 0.147 0.113 0.776 0.800 0.798    

AIC准则 -335.2 -543.2 -524.7 437.8 429.4 384.8 1212.2 1211.7 1163.6 293.1 221.6 198.7 -361.9 -409.4 -417.6 

BIC准则 -229.3 -428.6 -415.7 541.1 541.3 491.2 1312.3 1320.0 1266.8 399.0 336.2 307.7 -128.1 -166.9 -182.2 

Loglikelihood 191.6 297.6 287.3 -194.9 -188.7 -167.4 -582.1 -579.8 -556.8 -122.6 -84.79 -74.34 233.9 259.7 262.8 

chi2统计量             899.1 945.3 926.0 

注：变量的前标 L1 代表一阶滞后项, L2 为二阶滞后项。*、**、***分别表示在 5%、1%和 0.1%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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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政策讨论 

 

环境管制是一把双刃剑，在迫使企业服从管制增加其经营成本的

同时，也倒逼着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来减缓其管制的负面影响，这部分

收益可能会弥补甚至超过管制遵循成本，从而构成了绩效与环境―双

赢‖的机会。对于―波特假说‖这样一个鱼与熊掌兼得的命题，理论界

已持续争论了二十余年，但仍无法获得一致的结论。本报告在系统梳

理上述假说的基础上，基于中国的工业部门数据，对波特假说的各种

关系进行了验证，发现有些环境管制变量的确能够促进研发水平，也

能够对经营绩效和环境绩效产生正向推动作用，从而部分证实了―波

特假说‖的存在。以下是对波特假说三个相关问题的主要结论概括： 

首先，对于―环境管制是否会促进研发‖这一问题，结论表明，工

业部门的污染控制资本性投资（固定成本部分）对研发没有显著影响，

而工业部门的污染减排费用及日常支出（可变成本部分）能够显著促

进研发活动，从而部分支持了波特假说。此外，劳均资本比重、工业

部门中的外资比重与研发正相关，工业出口比重与研发负相关。其次，

对于―不同类型的研发活动是否会影响绩效‖，本报告的结果表明，日

常性研发对劳动生产率、环境绩效均有显著促进作用，但会负面影响

到销售利润率；而由于环境管制带来的增量式研发则对劳动生产率和

环境绩效无显著影响，这似乎表明了，希冀通过外部环境管制来促进

研发，并进而提升绩效的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最后，对于―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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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管制是否会改善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结果表明，工业部门的污

染控制资本性投资会对劳动生产率、环境绩效有显著改善作用，污染

减排费用及日常支出则与劳动生产率显著正相关。这一发现同样部分

的证实了波特假说。 

除了对上述三个相关问题的回答，本报告的结论还有一些有别于

以往研究结论的发现： 

第一，对环境管制变量的选择、对绩效的概念界定以及对研究边

界的划分，都将影响―波特假说‖的实证结论。本报告利用多重维度指

标的测度表明，环境管制变量的选择、对经营绩效的细分，以及将环

境绩效纳入考察，抑或证实或者证伪波特假说，这些差异化的结果表

明：当前对于波特假说的研究中，变量和指标的选择可能会改变最终

的研究结论。对于具体、细致的研究而言，需要首先对上述概念进行

清晰界定，同时基于数据可得性等因素选择适当的变量来描述，此外，

基于其他相关变量的稳健性分析也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不同的减排路径和方式有不同的传导机制和管制结果。工

业部门往往通过工程设备来实现减排，在资源稀缺约束下，是偏向于

固定成本型支出——如更多的用于资本性投资来购买减排设备，还是

偏向于可变成本型支出——如更多的用于已有减排设施的日程运行

与维护，将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如本报告所发现的，如果选择前者，

那么对研发并没有显著影响，但对于劳动生产率和 SO2 排放效率则有

显著的推动作用；与之相反，如果将更多资源用于污染减排费和日常

运营支出，这将提高研发水平，但对于经营绩效和环境绩效影响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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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希冀以环境管制带动研发的策略可能是低效的。环境管制

诱导的增量研发对经营绩效和环境绩效都没有显著影响，而日常性研

发则能有效促进绩效提升。这表明在中国的工业部门，日常性的研发

活动本身是影响绩效的核心要素，而希冀通过外部管制压力来推动部

门研发的策略可能是无效或者低效的。政策制定者可能需要借助灵活

的市场手段来使得企业将减排内生为自觉行为，或者使得企业意识到

双赢潜力的存在，并帮助其获取这一收益——而这，也正是波特假说

所一直强调的，即：只有设计恰当的管制政策，鱼与熊掌兼得才可能

实现。 

上述结论对于设计中国工业部门环境管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中国工业部门―波特假说‖的部分性验证表明，适当的管制是可

以实现―双赢‖的——或者说，恰当的环境管制政策是可以推动中国工

业实现转型升级的。考虑到中国目前处于结构转型的深水区，以及面

临的日益严重的资源环境约束，环境管制仍然是必要的政策工具（金

碚，2009），缺乏必要的管制政策，经济系统不会自发或者提前越过

环境库兹涅兹拐点而实现环境质量的改善。其次，对于环境管制形式

的选择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如果偏重于污染治理项目的资本性投资，

那么可能对研发并没有显著效应，但对行业的绩效会产生促进效应；

如果偏重于污染治理的日常营运和管理，则可以促进行业的研发活动，

那么对于具体地区和部门的政策制定者而言，这两种管制形式是相互

补充的，需要因地制宜，根据现实需求来设定每种管制形式的相对权

重，从而更好的帮助实现决策目标。此外，在环境管制机制设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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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需要更多的借鉴和运用更为灵活的市场手段，减少信息不对称性，

从以往的―强制要求企业实现某一环境目标‖思路转变为―帮助企业实

现环境与绩效共赢‖，也即是帮助企业通过能源审计、环境评估等服

务来识别、发现和实现双赢的机会，但这一思路的转变又是以整个政

府职能转变为前提的，也即是从此前的管制者变为服务者，从目标考

核官变为目标过程辅导者，相较于中国工业结构转型，这一过程可能

更为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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